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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集聚经济显著影响劳动力工资水平。 文章综合利用城市宏观数据和劳动力微观

个体数据， 通过控制微观个体效应和运用工具变量法等手段， 实现了中国城市集聚经济的有

效估计。 实证结果发现，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 就业密度更高的城

市有能力支付给劳动力更高的工资， 从而揭示了生产要素纷纷流向大城市和较发达地区的主

要原因。 因此， 要科学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必须足够重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显

著集聚经济效应， 深化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开放程度， 逐步消除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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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工资水平较高是大量劳动力流向大城市就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 克拉克 （Ｃｌａｒｋ） 等认为劳

动力被吸引到大城市是由于城市集聚经济提高了劳动力的收益［１］。 由于城市集聚经济的不可观测性，
一般采用比较不同地区的要素价格的方法来识别城市集聚经济， 如不同城市规模的劳动力工资水

平［２ － ５］。 西科恩 （Ｃｉｃｃｏｎｅ） 和霍尔 （Ｈａｌｌ） 认为经济要素密集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 有利

于企业分享技术外溢和专业化生产， 并基于美国数据分析发现劳动生产率对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为

０ ０６［６］。 格莱泽 （Ｇｌａｅｓｅｒ） 等指出城市就业密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有助于知识外溢， 从而使劳动

力更容易彼此学习， 所以大城市容易吸引更多有技术的劳动力［７］。
近年来， 随着微观数据的完善， 为了实现集聚经济的稳健估计和集聚经济微观机制的有效探索，

利用微观数据从而控制微观个体的异质性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具体的实证分析过程中， 通过控制微观

个体的自我选择效应［８ － １１］， 可以有效避免 “劳动力质量内生性” ［１２］。 鉴于此， 本文将综合利用中国

城市宏观数据和微观劳动力个体数据， 通过控制微观个体异质性和工具变量法来解决集聚经济识别过

程中的内生性问题， 这是对单纯用城市宏观数据的既有文献的有益补充。 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劳动力

个体的工资水平与就业密度显著正相关， 集聚经济让进入该区域的劳动力变得更有竞争力。 这表明中

国劳动力在就业密度更高的城市会获得更高的能力， 或者说是就业密度更高的城市有能力支付给劳动

力更高的工资， 从而揭示了生产要素纷纷流向大城市和较发达地区的主要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实证文献所识别与估计的集聚经济大多属于净效应①。 而在理论上， 经济集

聚程度和城市规模是 “集聚效应” 和 “拥挤效应” 两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集聚效应” 和

“拥挤效应” 作为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可谓一体两面， 相伴而生。 但在现实城市

发展过程中， 相比于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各种负外部性， 城市规模扩大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没

有得到充分的认定［１３ － １５］， 如因担心 “城市病” 而通过户籍制度等政策限制大城市规模。 本文的实证

结果从城市经济学视角回应了有关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集聚过度” 和 “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

展中小城镇” 等有关争论。

二、 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框架

城市集聚经济的估计理论模型来自城市经济学的经典工资方程， 本文借鉴库姆斯 （Ｃｏｍｂｅｓ） 等

的简化模型［１６］做法， 并导出相应的估计集聚经济的计量经济模型。 假设利润最大化企业的生产函数

为柯布 －道格拉斯形式：
ｙｉ ＝ Ａｉ （ ｓｉ ｌｉ） μｋｉ

１－μ （１）
　 　 其中， ｙｉ 为 ｒ区域 ｓ部门中的 ｉ厂商的产出水平，Ａｉ 为希克斯中性的技术水平， ｓｉ 为劳动生产率， ｌｉ 为
劳动力数量， μ 为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占比， ｋｉ 为其他投入品的数量。 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４２·

① 本文主要是处理集聚经济的有效识别问题， 估计就业密度作用于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净效应。 就业密度通过分享机制、 匹配机制和
学习机制作用于经济发展， 研究和区分这些作用机制不属于本文所探讨的主题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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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ｉ ＝ ∑
ｔ
ｐｉｔｙｉｔ － ｗ ｉ ｌｉ － ｒｉｋｉ ＝ ｐｉｙｉ － ｗ ｉ ｌｉ － ｑｉｋｉ （２）

　 　 其中， ｙｉｔ 为出口到 ｔ 区域的数量， ｐｉ ＝ ∑
ｔ
（ｐｉｔｙｉｔ ／ ｙｉ） 表示为扣除中间产品成本后的产品平均价值，

ｐｉｙｉ 为厂商的增加值， πｉ 为工资率， ｑｉ 为其他投入品价格。 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可得：

ｗ ｉ ＝ μｐｉＡｉｓｉ μ （ｋｉ ／ ｌｉ） １－μ （３）

ｑｉ ＝ （１ － μ）ｐｉＡｉｓｉ μ （ｋｉ ／ ｌｉ） －μ （４）
　 　 将 （４） 式带入 （３） 式可得厂商的工资方程：

ｗ ｉ ＝ μ （１ － μ） （１－μ） ／ μｓｉ ［（ｐｉＡｉ） ／ ｑｉ
１－μ］ １ ／ μ （５）

　 　 ｒ 区域 ｓ 部门中的所有厂商的平均工资方程为：

ｗｒｓ ＝ ［μ （１ － μ） （１－μ） ／ μ ／ ｎｒｓ］∑
ｉ∈（ ｒｓ）

｛ ｓｉ ［（ｐｉＡｉ） ／ ｑｉ
１－μ］ １ ／ μ｝ （６）

　 　 其中， μ 为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占比。 从 （６） 式可知， 工资 ｗ ｉ 与技术外部性 Ａｉ 和劳动生产率 ｓｉ 呈
正相关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两者对区域内工资的总体影响与 ｒ 区域内厂商的数目密切相关，反
映 ｒ区域内的集聚经济。 变量 ｐｉ 和变量 ｑｉ 可以解释为要素集聚过程中的集聚力和分散力： 如果价格水

平 ｐｉ 较高导致工资水平升高， 就会促使大量劳动力聚集在该区域； 而由其他投入价格 ｑｉ 带来的需求

水平较低或者竞争较激烈， 则会降低该区域的价格水平， 从而表现为分散力。
对于实证分析而言， 最主要的难题在于对 （６） 式的准确估计。 一般的做法是直接估计：

ｌｎｗｒ ＝ α１ ＋ α２ ｌｎＤｅｎｒ ＋ εｒ （７）

　 　 其中， Ｄｅｎｒ ＝ ∑
ｉ∈ｎｒ

｛ ｓｉ ［（ｐｉＡｉ） ／ ｑｉ
１－μ］ １ ／ μ｝ ／ ｎｒ ＝ ｅｍｐｒ ／ ａｒｅａｒ，表示就业密度，等于 ｒ区域 内总就业人数

ｅｍｐｒ 除以该区域面积 ａｒｅａｒ 。 （７） 式两边的变量均是对数形式， 从而回归系数可以解读为弹性， 而且

使回归残差接近于正态分布， 有益于统计检验的准确性。
为了实现对城市集聚经济的有效估计， 必须有效处理有关内生性问题。 除了引言中所提到的

“劳动力质量内生性”， “劳动力数量内生性” 是集聚经济有效识别的另外一个难题［１７］。 这主要表现

为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就业密度和工资水平同时决定， 城市集聚经济可能是高工资水平所导致的结果而

不是原因。 对此， 西科恩等最早使用历史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６］。 基于中国微观劳

动力数据 （ＣＨＩＰＳ ２００７）， 库姆斯等采用了 １９９０ 年各个城市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所表

示的产业结构变量、 医生人数占比和城市土地面积等工具变量， 来识别城市集聚经济对于劳动力个体

生产率的影响［１８］。 就国内相关文献来看， 范剑勇将土地面积作为就业密度的工具变量， 运用城市截

面数据考察了城市集聚经济对于地区生产率的集聚效应， 发现国内城市集聚效应要高于同期欧美发达

国家［１９］。 根据研究问题和数据的特征， 本文主要通过控制微观个体异质性和工具变量法来消除内生

性带来的估计偏误， 以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三、 数据来源、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有两个互补的数据来源： 一个是劳动力个体数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 ２００８
年所收集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ＩＰＳ）。 本文使用其中

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库。 调查样本有 ９ 个省份 １５ 个城市， 包括上海， 广东的广州、 深圳和东莞 （东
部地区）， 江苏的南京和无锡 （东部地区）， 浙江的杭州和宁波 （东部地区）， 湖北的武汉 （中部地

区）， 安徽的合肥和蚌埠 （中部地区）， 河南的郑州和洛阳 （中部地区）， 重庆 （西部地区）， 四川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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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西部地区）。 另一个是城市层面的数据， 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除了模型重点关注的核心变量以外， 本文根据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框架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尽可能

多的控制变量。 所有变量的界定如下所示。
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 ＣＨＩＰＳ 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库中的工资 （Ｗａｇｅ） 变量， 除此之外， 小时

工资 （Ｗａｇｅｈ） 和收入 （ Ｉｎｃｏｍｅ， 除了工资外， 还包括经营净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 这

些也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城市经济学模型核心解释变量———就业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用来捕捉密集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技术外

部性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本文采用西科恩等［６］和库姆斯等［１８］ 的界定方法， 用每平方千米的城市就业

数量来衡量其就业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ｒ ＝
ｅｍｐｒ

ａｒｅａｒ
（８）

　 　 其中， ｅｍｐｒ 为各城市劳动力就业总量， 包括城镇单位就业以及城镇个体和私营就业三大部分；
ａｒｅａｒ 为城市市辖区面积。 需要强调的是， 相对于全体就业人数或全体居民等对于城市集聚经济效应

的捕捉， 就业密度对于不同规模的地理区域划分更具稳健性［１２］。
劳动力微观个体、 企业和行业控制变量主要有： 性别虚拟变量 （Ｄｕｍ＿ ｓｅｘ）； 教育水平 （Ｅｄｕ），

以到 ２００２ 年底总共所受的教育年限为标准； 工作经验及其平方项 （Ｅｘｐ、 Ｅｘｐ２）， 以到 ２００２ 年底已经

参加工作或就业的时间为标准 （年龄及其平方项的作用与其类似， 本文省略）； 企业规模 （Ｄｕｍ＿
Ｆｉｒｍ）， 以在职职工人数为标准； 职业岗位虚拟变量 （Ｄｕｍ＿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行业虚拟变量 （Ｄｕｍ＿
ｓｅｃｔｏｒ） 和企业所有制虚拟变量 （Ｄｕｍ＿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具体划分详见表 １。

表 １　 ＣＨＩＰＳ 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库中的虚拟变量界定

虚拟变量 取值 内容

企业规模 １ 工作单位人数大于 ５００ 人

０ 工作单位人数小于等于 ５００ 人

企业所有制 １ １． 外资独资企业； ２． 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

０ 除上述所有制类型企业外的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

职业岗位 １ １．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２． 专业技术人员； ３．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４． 军人

０ 除上述职业岗位外的其他岗位

行业 １ １． 电力、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给业； ２ 金融业； ３． 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４．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 教育业； ６． 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０ 除上述行业外的其他行业

　 　 城市内产业层面的外部性———产业间外部性和产业内外部性， 借鉴了杜兰顿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等的专

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２０］， 构造了反映地区产业结构效应的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变量。 其中，
专业化经济 （城市相对专业化指数） 的定义如下：

ｓｐｅｒ ＝ Ｍａｘ
ｊ

（ ｓｉｊ ／ ｓ ｊ） （９）

　 　 其中， ｓ ｊ 为行业 ｊ 在全国就业中所占的份额， ｓｉｊ 为 ｊ 行业在 ｉ 城市所占份额。
多样化经济 （城市相对多样化指数） 的定义为：

ｄｉｖｒ ＝ １ ／∑
ｊ

ｓｉｊ － ｓ ｊ （１０）

　 　 如果一个城市完全专业化于一个产业， 则其多样化指数为 １， 随着其多样化程度的提高， 其多样

化指数也不断增加。
城市层面其他控制变量主要有两组： 一是城市历史、 地理特征变量， 主要包括城市市辖区面积

·６２·



田相辉， 等： 为什么流向大城市？

（Ａｒｅａ）、 建成区面积 （Ａｒｅａ０）、 城市等级虚拟变量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和城市区位虚拟变量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二

是反映改革开放的制度变量， 分别用私营和个体就业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和 ＦＤＩ 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Ｆｄｉ） 代表。
除人口学特征变量和虚拟变量以外的其他变量均采用对数线性化处理， 对数形式的主要优点除了

使系数便于解释为弹性以外， 还能使残差接近于正态分布， 便于统计推断分析。
表 ２ 列举了微观个体和城市两个层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①， 主要有观测个数、 均值、 标准

差、 最小值和最大值。 微观个体数据变量虽然都采用了对数形式， 但是标准差总体上较大， 这表明微

观个体劳动力异质性较明显。 由于原始样本统计的地理单元以县级为单位， 所以城市层面变量的观测

个数要比本文统计的地级城市个数多。

表 ２　 微观个体数据和城市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ｎｃｏｍｅ ７０９７ ２６０３ ９７ ２８８９ ７８ ０ ８００００ ００
Ｗａｇｅ ６４５９ ２０１７ １９ １７４４ １８ ０ ４００００ ００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９８ ９１２ ７８ ５３７ ６８ １１６ ９６ ２５４３ ５３
Ａｒｅａ ９８ ４７４５ ７０ ６９６２ ６０ ５４４ ００ ２６０４１ ００
Ｓｐｅ ９８ ２ ０７ ０ ４５ １ ４８ ３ ６１
Ｄｉｖ ９８ ３ ０３ ０ ６９ １ ７３ ４ ２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９８ ０ ４９ ０ ０１ ０ ０７ ０ ４４
Ｆｄｉ ９８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６

　 　 以城市为单位， 本文计算了微观个体的月平均工资。 月平均工资最低的为河南省安阳市， 约为

１１９９ 元， 最高的为广东省深圳市， 约为 ３５１５ 元， 两者相差近 ３ 倍。 就业密度最低的为四川省乐山

市， 最高的为广东省深圳市。

四、 实证分析

１ ＯＬＳ 回归分析

在第二部分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 依次引入个体效应变量、 企业行业效应变量和城

市效应变量来控制模型的内生性偏误， 如表 ３ （以城市市辖区为地理单元） 所示： 模型 １ 为控制劳动

力个体效应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２ 为控制企业行业效应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３ 为控制微观个体效应和企业

行业效应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４ 为控制城市效应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５ 为同时控制三个层面效应的回归结

果。 由表 ３ 可见， 本文关注的集聚经济核心变量———就业密度与劳动力工资水平呈正相关， 而且均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 但弹性系数略有差别， 在控制微观个体效应的情况下， 弹性系数均在

０ １２ 以上， 这要高于欧美等国家的就业密度弹性系数， 这与库姆斯等［１８］ 和范剑勇［１９］ 发现的结论一

致。 库姆斯等总结了 ２０００ 年来集聚经济的估计情况， 指出在采用标准估计方法的情况下， 就业密度

对工资水平的弹性系数一般在 ０ ０２ － ０ ０５ 之间［１７］； 霍伊尔曼 （Ｈｅｕｅｒｍａｎｎ） 等也指出， 在早期文献

中城市工资溢价大约为 ０ ０５ － ０ １０， 但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在内的诸多控制变量后， 工资溢价大多为

０ ０３ 左右［２１］。
进一步比较这 ６ 个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如果没有控制微观个体效应， 将会高估就业密度的弹性系

数。 通过观察微观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可以找到其中的原因： 本文重点关注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变量教

·７２·
① 限于篇幅， 表中只列举了核心变量和主要控制变量，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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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水平、 工作经验以及职业岗位均与工资水平正相关， 而且都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 这与库

姆斯等的结论一致， 其基于法国数据的研究发现， 当模型引入劳动力个体固定效应时， 就业密度的回

归系数约降低一半［１２］。 企业规模控制变量均在 １％ 的显著水平上与劳动力工资水平正相关， 这是企

业内部规模经济的反映。 在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中， 城市市辖区土地面积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与劳动

力工资水平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在控制城市就业密度的前提下， 土地面积较大城市的劳动力工资水平

要高于土地面积较小城市的劳动力工资水平。

表 ３　 ＯＬＳ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１２７∗∗∗

（１２ ８１）
０ １４２∗∗∗

（１３ １８）
０ １２３∗∗∗

（１２ ４６）
０ １８５∗∗∗

（８ ４７）
０． １４１∗∗∗

（７ ４７）

Ｄｕｍ＿ ｓｅｘ ０ ２０５∗∗∗

（１３ ９７）
０ ２０５∗∗∗

（１４ ００）
０ ２０３∗∗∗

（１４ ５４）

Ｅｄｕ ０ ０５０∗∗∗

（１７ ９６）
０ ０４８∗∗∗

（１７ ４１）
０ ０４８∗∗∗

（１７ ８６）

Ｅｘｐ ０ ０２５∗∗∗

（６ ４５）
０ ０２６∗∗∗

（６ ５５）
０ ０２８∗∗∗

（６ ９２）

Ｅｘｐ２ － ０ ０００∗∗∗

（ － ３ ８０）
－ ０ ０００∗∗∗

（ － ３ ８２）
－ ０ ０００∗∗∗

（ － ４ ０４）

Ｄｕｍ＿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０ ２５５∗∗∗

（１６ ６２）
０ ２５７∗∗∗

（１６ ６６）
０ ２３７∗∗∗

（１６ １８）

Ｄｕｍ＿ ｆｉｒｍ ０ １０６∗∗∗

（５ ７３）
０ ０１７
（０ ９９）

０ ０４３∗∗∗

（２ ６３）

Ｄｕｍ＿ ｓｅｃｔｏｒ ０ １７７∗∗∗

（９ １７）
０ ０１６
（０ ８６）

０ ０５１∗∗∗

（２ ９３）

Ｄｕｍ＿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０ ２９８∗∗∗

（７ ２２）
０ ３１３∗∗∗

（８ ８３）
０ ２３８∗∗∗

（６ ８６）

Ｌａｒｅａ ０ １２４∗∗∗

（５ ３８）
０ １０８∗∗∗

（５ ３８）

Ｌｄｉｖ ０ １６７∗∗∗

（３ ７１）
０ １５７∗∗∗

（４ ０４）

Ｌｓｐｅ ０ ４３６∗∗∗

（６ ３８）
０ ４６７∗∗∗

（７ ７５）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 ０ ０２２
（ － ０ ５８）

－ ０ ００１
（ － ０ ０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 ２９７∗∗∗

（１０ ０６）
０ ２８２∗∗∗

（１０ ８８）

Ｌ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０ ０７６∗∗

（２ ４５）
０ ０９７∗∗∗

（３ ５１）

Ｌｆｄｉ － ０ ０５８∗

（ － １ ７２）
０ ０４４
（１ ４９）

常数项
５ ３６５∗∗∗

（６７ ６０）
６ ３９３∗∗∗

（８９ ８４）
５ ３８２∗∗∗

（６８ ３５）
４ ５１２∗∗∗

（１４ ５５）
４ ０３４∗∗∗

（１４ ９４）
观测值 ６４１３ ６４５８ ６４１３ ６４５８ ６４１３
调整 Ｒ２ ０ ２３０ ０ ０４７ ０ ２４０ ０ １０３ ０ ３１４
Ｆ 统计量 ２８５ ５３２ ８２ ３５４ １９７ ９８５ ９５ ６２６ １７１ ７３４

　 　 注： 括号中的数字为 ｔ 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 ５％和 １％ 。

反映地区产业结构效应的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均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与劳动力工资水平正相

关， 而且专业化经济效应明显大于多样化经济效应， 这表明生产要素空间集聚效应在区域城市经济发

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城市多样化经济和城市专业化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相互排斥，
可能同时发生作用， 只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而已。 城市地理特征中， 城市区位显著影响劳动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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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工资水平， 来自东部地区城市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工资水平， 而城市

等级的影响不显著。 反映所有制改革的制度变量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与劳动力工资水平正相关， 这表

明中国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为特征的所有制变革促进了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 反映对外开放的

表 ４　 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６ 模型 ７

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１１８∗∗∗

（５ ９２）
０ ０８４∗∗∗

（４ １２）

Ｄｕｍ＿ ｓｅｘ ０ ２０１∗∗∗

（１４ ４９）
０ ２３６∗∗∗

（１６ ６５）

Ｅｄｕ ０ ０４８∗∗∗

（１７ ８６）
０ ０５３∗∗∗

（１８ ７７）

Ｅｘｐ ０ ０２８∗∗∗

（７ １８）
０ ０３５∗∗∗

（６ ２３）

Ｅｘｐ２ － ０ ０００∗∗∗

（ － ４ ２４）
－ ０ ００１∗∗∗

（ － ３ ９６）

Ｄｕｍ＿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０ ２３９∗∗∗

（１６ ４３）
０ ２５２∗∗∗

（１６ ３０）

Ｄｕｍ＿ ｆｉｒｍ ０ ０４３∗∗∗

（２ ６６）
０ ０９２∗∗∗

（５ ５９）

Ｄｕｍ＿ ｓｅｃｔｏｒ ０ ０５０∗∗∗

（２ ８８）
０ １０１∗∗∗

（５ ７２）

Ｄｕｍ＿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０ ２４３∗∗∗

（７ ００）
０ １８３∗∗∗

（５ ４６）

Ｌａｒｅａ ０ ０８９∗∗∗

（４ ３１）
０ ０９７∗∗∗

（４ ４９）

Ｌｄｉｖ ０ １７０∗∗∗

（４ ３９）
０ １５９∗∗∗

（３ ９３）

Ｌｓｐｅ ０ ４８５∗∗∗

（８ ０４）
０ ３７０∗∗∗

（６ ００）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０ ０２６
（０ ７７）

０ ０５２
（１ ４６）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 ２９２∗∗∗

（１１ １４）
０ ３１２∗∗∗

（１１ ９７）

Ｌ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０ １０２∗∗∗

（３ ８２）
０ ２０４∗∗∗

（７ ２９）

Ｌｆｄｉ ０ ０５９∗∗

（２ ００）
－ ０ ０１７

（ － ０ ５４）

常数项
４ ３３５∗∗∗

（１５ ４５）
４ ５３５∗∗∗

（１５ ７８）
观测值 ６４１３ ７０３９
调整 Ｒ２ ０ ３１６ ０ ３５１
Ｆ 统计量 １７１ ２４８ ２１９ ７１２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３３７４ ５５９ ３０４６ ２５３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３ ０ｅ ＋ ０４ ６ １ｅ ＋ ０４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 （Ｐ 值） ０ １８６ ０ ３４９
冗余工具变量检验 有效 有效

内生性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 括号中的数字为 ｔ 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 ５％和 １％ 。

制度变量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２ 工具变量法

虽然控制微观个体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集聚经济识别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 但就

业密度和工资水平之间的反向因果以及遗漏变

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仍然需要有效处理。 下

面将采用传统的工具变量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工具变量的选择需要从经济学和计量经济

学两个方面去考虑。 综合既有文献， 比简单滞

后内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做法更有效的工具

变量主要有两类： 一是采用地理变量作为工具

变量， 如行政区的土地面积［６，１８ － １９］； 二是采

用滞后期的政策变量作为工具变量［１８， ２２］。 据

此， 本文分别选取 １９９０ 年度的人口、 就业密

度和土地面积等变量作为集聚经济变量就业密

度的工具变量。 此外， 库姆斯等认为初始时期

的部门结构变量是集聚经济工具变量很好的选

择［１７］。 所以， 本文选取了 １９９０ 年各城市的产

业结构变量， 并用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就业人

数占比来表示。 之所以选择 １９９０ 年的变量作

为工具变量， 主要是借鉴相关文献总结的工具

变量选取经验和具体做法［１８， ２２］。 １９９２ 年邓小

平南方讲话之前， 中国改革还处于摸着石头过

河的停滞期， 虽然农村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

功， 但城市改革却刚刚开始， 而且僵化的城乡

二元结构体制依然固化着整个经济结构， 所以

本文假定其与当前的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无

关， 但是与集聚经济变量就业密度相关。 在具

体的计量分析过程中， 本文首先对所采用工具

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２３］。
表 ４ 报告了城市经济学模型工具变量法的

回归结果。 模型 ６ 和模型 ７ 分别以劳动力工资

和收入为因变量， 均假定除了就业密度为内生

变量外， 其余变量均为严格外生变量， 并使用

１９９０ 年的人口、 土地面积、 就业密度和产业结构作为工具变量。 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工具变量均通过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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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效性检验， 而且内生性检验均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零假设， 所以只有工具变量法 （ＩＶ） 估

计才能取得一致性结果。 根据表 ４ 可知， ＩＶ 估计结果中就业密度与劳动力个体的工资水平呈显著正

相关， 城市就业密度每提高 １％ ， 劳动力工资水平平均提高 ０ １２ 个百分点， 劳动力收入水平平均提

高 ０ ０９ 个百分点， 但回归系数要小于 ＯＬＳ 回归结果。 这表明， 在存在内生性的情况下， ＯＬＳ 估计高

估了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上述结论也可以从城市市辖区的土地面积与城市劳动力个体工资水平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得到佐证： 在控制市场潜能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土地面积较大城

市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要高于土地面积较小城市的劳动力工资水平。 城市层面的集聚经济变量 （专业

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 均与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这进一步表明城市集

聚经济提高了劳动力的收益。 表 ４ 中的模型 ７ 是以城镇劳动力收入作为因变量进行的回归分析， 回归

结果基本一致， 但回归系数要小于前者。
３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 ＣＨＩＰＳ 劳动力个体数据进行分析。
２００２ 年 ＣＨＩＰＳ 劳动力个体数据调查样本涵盖北京、 山西、 辽宁、 江苏、 安徽、 河南、 湖北、 广东、
重庆、 四川、 云南、 甘肃 １２ 个省、 市、 自治区， 共涉及 ８ 个副省级城市和 ５０ 个地级市。 ２００７ 年

ＣＨＩＰＳ 劳动力个体数据样本的来源城市与 ２００８ 年 ＣＨＩＰＳ 个体数据一样， 也来自文中第三部分介绍的

１５ 个城市。 如表 ５ 所示， 模型 ８ 和模型 １０ 是采用 ＯＬＳ 方法进行的回归分析； 模型 ９ 和模型 １１ 采用

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 其中， 集聚经济变量就业密度的工具变量分别选取 １９９０ 年度的人口、
就业密度和产业结构变量。 在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基础上， 两个年度的模型均没有通过内生性检

验， 所以只有 ＩＶ 估计才能取得一致性结果。 两个年度的 ＩＶ 估计结果显示， 就业密度作用于劳动力收

入水平的净效应均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 ５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 ＣＨＩＰＳ 数据回归结果

变量
ＣＨＩＰＳ ２００２ ＣＨＩＰＳ ２００７

模型 ８ （ＯＬＳ） 模型 ９ （ＩＶ） 模型 １０ （ＯＬＳ） 模型 １１ （ＩＶ）

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６９∗∗∗

（５ ９９）
０ ０４３∗∗∗

（２ ９８）
０ ０８１∗∗∗

（４ ７９）
０ ０４８∗∗∗

（２ ８０）

Ｌａｒｅａ ０ ０７３∗∗∗

（５ ６８） 　
０ ０６２∗∗∗

（４ ３１） 　
０ ０７６∗∗∗

（４ ７８）
０ ０５４∗∗∗

（３ ３３）
劳动力个体效应等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０２７ ５７７４ ７０７９ ７０７９
调整 Ｒ２ ０ ３０８ ０ ３１３ ０ ３２５ ０ ３２４
Ｆ 统计量 １３６ ００６ １３２ ２０７ ２０４ ２６８ ２０３ ４５２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１７１２ １９０ ２９３８ ２８３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４６１８ ４８２ ２ ９ｅ ＋ ０４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 （Ｐ 值） ０ ０９９ ０ １９５
冗余工具变量检验 有效 有效

内生性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 括号中的数字为 ｔ 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 ５％和 １％ 。

对比 ＯＬＳ 和 ＩＶ 两种方法可以发现， 在存在内生性的情况下， ＯＬＳ 估计高估了就业密度的弹性系

数。 微观个体效应变量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 ＯＬＳ 估计基本保持一致。 对比两个年度的

回归结果， 相对于 ２００２ 年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 ２００７ 年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要大一些， 这表明城市

集聚经济效应随时间而变化， 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虑时间效应以更有效识别集聚经济。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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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综合利用城市宏观数据和劳动力微观个体数据， 通过控制微观个体效应和运用工具变量法等

手段， 实现了中国城市集聚经济的有效估计。 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个体的工资水平与就业密度显著正

相关， 集聚经济让进入该区域的劳动力变得更有竞争力； 是否控制微观个体效应对回归结果的大小影

响显著， 对于集聚经济的相关研究存在高估的情况。 基于工资溢价的集聚经济识别结果证实了中国城

市经济发展中存在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 劳动力在就业密度更高的城市会获得更高的能力， 或者说就

业密度更高的城市有能力支付给劳动力更高的工资； 在控制就业密度的条件下， 土地面积较大城市的

劳动力工资水平要高于土地面积较小城市的劳动力工资水平， 这也是生产要素依然纷纷流向大城市和

较发达地区的主要原因———即便这些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成本比较高。 如果政府忽视这一事实， 不注重

深化发达地区的开放程度， 逐步消除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和降低交易成本， 而是盲目出台有关政策吸

引资金和企业落户到集聚经济较弱的地区， 那么政策效果势必事倍功半。
在未来的二三十年， 中国的城镇化还将高速发展， 将有 ２ 亿 － ３ 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如何发展

城市经济， 以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来充分吸收来自农村的大量移民将是决定这一进程的核心问题。 从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 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密度与快速

城镇化的速度是不同步的， 甚至部分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上是在降低的。 如果以就业人数来度量的

话， 情况更不乐观，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任重而道远。
基于中国城乡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充分发挥中国城市集聚经济需要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

提下， 通过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相互作用的市场均衡机制来实现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和空间协同。 在快

速城市化和城镇空间扩张的总体背景下， 只有在城乡、 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前提下， 采用相对紧凑的

空间发展模式才有可能更好地规避城市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这也是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

求。 一方面要足够重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显著集聚经济效应， 遵循城市发展的自然法则和市

场规律。 中国农业劳动力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转移面临以户籍制度为根源的诸多制度障碍， 城市集聚

经济效应的充分发挥受到限制， 进而影响到全国城市体系优化、 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所以， 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特别是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

化［２４］。 城市和发达地区应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 分享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另一方面要科

学评价和积极应对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负外部性。 不能以和城市集聚效应共生的 “城市病” 为理由，
人为限制城市规模， 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据表明 “城市病” 导致城市衰退［１３］。 至于如何有效处理

上述两方面的 “矛盾”， 最根本的还是要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 更好地发

挥政府作用， 提高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管理水平， 科学规划土地资源， 提高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 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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